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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和魂：《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 

通俗小說對「武士道」的引介與再現 

林以衡＊
 

摘 要 

「武士道」是日本引以為傲的國體精神與優良傳統，對內可提振民族精神；對

外則可揚威於國際，或是作為統治殖民地的樣版與手段。故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

必也會受到殖民者「武士道」的洗禮。本文即以此為題進行探究，並期盼未來能與

東亞武士道的相關議題進行聯結。 

本文主要以日治官方色彩濃厚的《臺灣日日新報》系列為探討範疇，透過對報

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解析，探討「武士道」如何藉由小說的引介與再現，使得愈

來愈多的臺灣作者與讀者，得以在寫作與閱讀小說的同時，認識並了解日本「武士

道」的意涵。其次，本文指出這是殖民政府欲透過官方報紙與文學創作宣揚和魂、

並作為殖民統治的手段，希望殖民地人民因此向日本「武士道」看齊。最後，思考

「武士道」在臺灣的思想構成，以及探討「武士道」與日治臺灣尚俠之風的融合，

實與其儒教思想構成有關。 

透過上述幾個面相的探討與相互結合，日本「武士道」在殖民地臺灣的接受情

況，將可被勾勒而出，雖有不少引申問題待深究，但未來將成為東亞精神史研究的

思考點。 

關鍵詞：武士道、赤穗義士、復仇、忠孝、尚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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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boundary Spirit of Japanese: 

Int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Bushidō”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Lin, Yi-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ushidō” (ぶしど) is Japan’s proud national spirit and fine tradition, which can boost 

the national spirit in Japan; it can be used as a model and means of ruling the colonies at 

abroad. Therefor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aiwan will also be baptized by the 

“Bushidō” of the colonists.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is topic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related issues about East Asia’s Bushidō in the future. First, through the Strong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color newspaper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series as the scope of 

discus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aiwan’s Chinese popular novels in the newspaper to 

explore the int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Bushidō”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and 

enables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writers and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ushidō” while writing and reading novels. Second, to points out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nts to publicize the spirit through the official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as a means of colonial rule, willing that the colonial people will be in line 

with Japan’s “Bushidō”. At last, to think about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Bushidō”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Bushidō” and chivalrous style of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is really related to its Confucian ideologic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aspects, the acceptance of “Bushidō” in the colonial Taiwan 

of Japan will be sketched ou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extended issues to be studie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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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come the thinking point of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history of East Asi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ushidō, Akō Jiken, Vengeance, Loyal and Filial, Ch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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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和魂：《臺灣日日新報》上漢文 

通俗小說對「武士道」的引介與再現
＊
 

林以衡 

一、前言 

論及東亞思潮或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時，「武士道」始終是為人所熱烈討論的問

題。1毫無疑問，日本能在明治維新後取代中國成為東亞新霸主，乃至於以軍國主義

的信念在二戰時襲捲大半個亞洲、開創「大東亞共榮圈」等理想，種種做為，所依

恃的除了積極吸取列強優點並內化為國家強項外，自古而來即擁有的「武士道」精

神，亦是造就日本在近世東亞崛起不可忽視的要素。2直至當代，「武士道」依然彌漫

在整個日本社會，甚至影響整個東亞世界3，成為研究者不停探討與追索的題材，以

及世人所仰慕或推崇的大和文化特徵之一，「武士道」在東亞文化與思想的重要由此

                                                 
＊

 拙文為執行筆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文學媒介與文化統合─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殖民地臺灣的移

植與建構」（MOST 106-2410-H-431-024-）部份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 2017 年由中央研究院文哲

所、韓國東國大學與佛光大學合辦「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除在會中受到各方寶貴修改建議外，

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諸多意見，使拙文能修改更為完善，筆者受益良多。 

1 無論東、西方世界，或日本國內外，對日本所獨具的「武士道」精神都感到好奇。例如好萊塢的電影

「末代武士」，或是日本名導演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之作，皆為代表，其中的深意亦為研究者

所重視、探討。可參考金培懿：〈黃昏、隱劍、一分─山田洋次武士三部曲中的武士道與生存美學

析論〉，《戲劇學刊》10（2009.7），頁 25-57。 

2 張崑將指出：「『武士道』在日本也是獨特時空下的產物，在日本近代以前的武家政權，『武士道』指

的是固定在封建社會下的藩主與臣下、領主與人民、武士與農工商庶民的階層組織中，有一階級稱

為『武士』……，以後經過學者的不斷解釋與哲學化，在德川末期擴大成為全國主要的人倫道德。」

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頁 32。 

3 例如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85（2011.12），

頁 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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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4 

1895 年甲午戰爭，清廷的失敗與日本的勝利，不但震撼了整個東亞，做為日方

戰利品的臺灣，在被迫接受異於中國的統治時，也開始對這個擊敗清廷的國家產生

好奇。對於殖民地知識份子而言，他們其實也在思索，到底為何日本能擊敗東亞長

久以來的霸主中國、進而獲取臺灣的統治權呢？日本所引以為傲的「武士道」精神，

是否是原因之一？由歷史角度觀之，日本政治被武士統治約六百年，對於「武士道」

的定義與標準也極為繁複，限於篇幅，本文將不一一贅述前行研究者對於「武士道」

的定義5，因為當代學者也做過不少論述與歸納6；而由文學發展的角度觀之，日治初、

中期，正值日本明治、大正年間，此時期正是日本文化與文學藉由政治力初入臺灣

之際，亦為臺灣文人積極學習書寫小說的時刻，日本文化對臺人而言，是新奇、陌生

與待認識之物，這些心態都表現在小說創作與引介之中。本文所著重探討的問題是，

藉由對殖民者的官方刊物《臺灣日日新報》上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細讀與分析7，日

                                                 
4 梁啓超居於日本時，對日本的「武士道」感受甚深，亦云：「武士道者，日本名詞日人所自稱大和魂，

即此物也。」梁啓超：《中國之武士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7），頁 1。 

5 雖因受限篇幅和討論範疇的因素而無法羅列，但仍可參考井上哲次郎所監修的《武士道全書》。此書

收錄不少日本學者歷代學者對「武士」規準的訂立、「武士道」精神的闡述等內容。這些集結各家對

「武士道」進行闡述的文章，代表不同時代的日本學者對於自古以來「武士道」傳統的重視，也顯示

日本對其「武士道」信仰的自豪，故編纂成書。當中像是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總論〉，談武士道精神

與日本文化、國體、儒佛和神道教，以及影響軍國主義形成的關係。貝原益軒的〈武訓〉強調武士應

具備「忠孝義勇」、「兵術武藝」等條件；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學〉、〈士道〉或〈武士相守日用〉等文

章，則闡述武士日常行為如「夙起夜寐」、「燕居」、「行住座臥」等，皆有嚴格的處事標準。還有像是

著名的兵書《葉隱》，書中強調「死」對於武士的意義，認為要實踐「武士道」，就必須在生死交關之

際，勇於作出對「死」的選擇。﹝日﹞井上哲次郎監修，佐伯有義等編：《武士道全書》（東京：時代

社，1943）。 

6 例如林景淵則認為「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及行為準則』。」或是吳春宜指出，「武士道」的

特色可歸納有「重武道」、「了生死」、「忌空言」與「名與恥」等特點。這些由古至今對於「武士道」

的解釋，除了證明「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外，也為我們現今思考「武士道」的定義和議題

時，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林景淵：《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頁 2。

吳春宜：《武士與武士道初探：定型‧意涵‧影響》（臺北：五南圖書文化有限公司，2013）。 

7 受限於篇幅，本文所探討的漢文通俗小說，以同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

灣日日新報》為主。感謝審查人旳建議，誠如審查人所言，日治臺灣其他報紙，不乏對「武士道」的

描述與刻畫，且所顯示出的意識型態有所不同，為日後日治臺灣武士道研究可深入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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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臺灣知識份子可能會接收到哪些「武士道」的概念？8被日本殖民近半世紀的臺灣，

其被大和民族統治的時間遠較滿洲國、香港來得久。在殖民文化的衝擊下，臺灣文

化、文學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武士道」的洗禮，這是殖民地臺灣的宿命，卻也成為

豐富臺灣多元文化的特點之一。9臺灣身為東亞的一份子，又身處在中華文化圈、日

本文化圈的匯流處，以臺灣為思考點的東亞研究，理應朝著跨界視角出發，故「武士

道」也可由此角度究之。10可惜的是，在過去對「武士道」的研究雖多，但多集中於

探討日本武士道的特點，近年來才比較聚焦於東亞視角下對「武士道」的思考。11而

針對在臺灣「武士道」的研究，日治時期的部份，亦待開展。12故實有必要以過去的

研究為基礎，探討日本引以為傲的和魂「武士道」如何以文學為媒介進入臺灣、再

現於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13 

                                                 
8 可參考前行研究如林以衡：〈日本武士道精神在殖民地臺灣漢詩中的象徵手法與同化意義〉，《文學論

衡》33（2018.12），頁 28-41。 

9 武士道精神顯示於殖民地漢文通俗小說之中，自有其殖民、歷史背景，絕非單一或偶然，故其傳播、

接受的途徑亦值得吾人思考。王曉路說：「進入公共領域的再現符號並非是純粹的個體行為，而是歷

史時段中由傳統、權力、體制、市場以及慣例的綜合作用所致，因此，語言與所表達的事物、表徵與

所再現的世界均離不開文化中的實際語境，同時二者也構成了人類活動和交往中重要的空間內容和

文本間性。因而，文本生產、傳播、接受的過程亦成為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王曉路：《文化批

評關鍵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0。 

10 山室信一、藍弘岳在東亞研究中所提出的「思想連鎖」是本文肯定且參考的研究視角，它能讓東亞

諸國在政治、思想，乃至於文學與文化互相流動影響，才能建構起一個完整的東亞研究。見王曉路：

《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頁 54。 

11 上述張崑將、藍弘岳、吳春宜等人的研究，都將武士道的思考推向更完整的論述，不過各偏重於歷

史、社會或思想視角出發，由文學視角出發仍待研究者努力。 

12 最早注意到臺灣武士道特殊性的是江燦騰，其著有〈戰後臺灣學界對於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研究的

學術史概述〉，《漢學研究通訊》29：1（2010.2），頁 20-32。但江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戰後而非日治

時期。而後藍弘岳也提出研究臺灣武士道的重要性，但他仍著重在戰後論述，尤其以社會學的角度

論述李登輝前總統的武士道論述。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

境〉，頁 76-83。 

13 由過去的研究可知，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乃是吸納了中國、西洋與日本文學的各項特點後，經由

臺灣文人的書寫陶鑄而成。因此，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無論是在內容思想或是形式手法上，都有

值得探討的空間。而本文所討論的漢文通俗小說，大部份的日文原著亦有刊載於日文版臺灣日日新

報上，受限於篇幅，僅說明其原著可參考來源，暫不做譯本與原著的討論。可參考林以衡：《東、西

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臺

北：稻鄉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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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決上述問題，本文以上述文章中所述「武士道」的觀點為基礎，將先思考

歷經不同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與「武士道」有關的小說，在各時期彼此呈現的「武

士道」其異同何在？若各時期小說中所欲彰顯的「武士道」觀點不同，代表了什麼

意義？若是相同，則又代表了什麼樣的理念宣揚？14其次，透過小說的研析，本文發

現「復仇」一事充斥於與「武士道」有關的小說中，「復仇」無疑是「武士道」的特

點之一。15但更值得思考的是，透過本文的檢視，「復仇」並未出現在日治時期定義

「武士道」的文章中。且以日本殖民政府以法律極權控管殖民地人民的歷史背景，

亦不可能鼓勵民眾藉由「復仇」這類私鬥取向的行為來達成目的。這造成被視作「武

士道」精神代表的「赤穗四十七人眾」被傳入臺灣，其相關文學作品亦值得吾人深

思其在殖民地臺灣的意義。最後，被引入臺灣的「武士道」其思想構成主因為何？

殖民者如何透過臺人的文化傳統，將其與「武士道」相結合，讓它融入臺灣社會文

化中，或是藉其對時事發出省思？以上諸問題，將是本文透過小說文本的閱讀、分

析並輔以其他相關史料後所欲耙梳的問題。16 

二、再現的和魂：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所敘寫的「武士道」 

作為日本在境外的第一個殖民地，以及作為未來南進政策的跳板，如何將臺灣

                                                 
14 作為一個殖民文化的接受者，日治臺灣「武士道」的發展，與日本國內「武士道」發展，是同異相

間。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脈絡持續己久，且成為代表日本的特色。但無論是殖民地臺灣歷經的明治、

大正或昭和，由日本史的對照觀之，殖民地臺灣都是「維新後」的階段。故本文雖然以臺灣報紙為

主，梳理出各殖民地時期武士道精神的異同，但其實整個殖民地臺灣「武士道精神」的發展，等於

是對幕末日本「武士道觀」的再現與反思，故投射到小說的書寫中，而成為殖民地臺灣「武士道精

神」的特色。 

15 林景淵：《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頁 103。 

16 與「武士道」有關的議題如「國體」、「忠孝」等，黃美娥已有初步的討論。可參考黃美娥：〈「文體」

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

究》28：2（2010.6），頁 36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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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成具有大和精神的文化地域，是殖民者開始統治臺灣時的要務。日本固然以擁

有「武士道」為傲，仍要仰賴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如報紙、雜誌等，才能將其所自豪

的「和魂」傳播給殖民地民眾認識。17所以「武士道」作為日本殖民政府意欲灌輸於

殖民地臺灣的意識型態，它是否會隨著殖民統治時期的不同而在漢文通俗小說中呈

現不同的特點？ 

明治 38 年（1905），謝雪漁以法國專制政府被自由志士推翻為背景的長篇小說

〈陣中奇緣〉，雖是翻譯之作，但謝氏自題為「最新小說」刊登於報上，實顯示日治

初期臺人對「小說」文類的好奇，開始在最熟悉的詩歌外，嘗試去閱讀、創作和中

國通俗小說風格殊異的「最新小說」。18而謝氏在翻譯過程中對小說重新書寫時，他

即在小說中融入自身對「武士道」的理解，將其傳遞給臺灣讀者知道： 

再說田老見大猛面，仍執屬僚禮。曰：「大尉抱屈，小官深愧職微，不能為大

尉辯白。然大尉忠心耿耿、舉國皆知，決不因此莫須有事，而含冤到底，望

大尉寬心處之，勿過悲惻。」大猛應曰：「本官學術不優、智勇不足，兵敗遭

擒，又不能如武人名譽死法，致受今日之辱，實無顏可以對人。」田老曰：

「勝敗亦何常之有，古來稱良將者，豈皆百戰百勝乎？大尉勿過於自咎，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為晚也。」19 

作為「共和政府」一方的主角「熊大猛」因戰敗而遭敵方「專制政府」生擒。在被

審訊和囚禁的過程中，「熊大猛」不時表現被俘的恥辱，以及對自我在「智勇」不足

上的檢討，和欲效法古人為名譽而死的情操。雖因舊部的勸解打消尋死念頭，但在

                                                 
17 根據王小林的解釋，「和魂」即為「日本精神」或「日本心、日本靈魂」，由於「武士道」在日本文

化中具有悠久的歷史，也常被作為日本精神的象徵，故「武士道」無疑可被視為「和魂」的一環。

可參考王小林：《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頁 48。或參考李濤：《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7），頁 3。 

18 其自封為「最新小說」的用意，可參考黄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

生成〉，《當代》221（2006.1），頁 42-65。 

19 南瀛雪漁（謝雪漁）：〈陣中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5 年 7 月 1 日-12 月 30 日。謝

雪漁以「武士道」主題的小說，為數最多，風格亦隨時代不同。表示現謝氏複雜的認同心態，可參

考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臺北：政治大學中

文系博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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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獄過程中，他仍不時思考「武士道」的意義與實踐方式，認為「武士道」就是「以

名譽生、亦以名譽死」。20印證了對武士而言，死亡並不可怕，但如何為名譽而死得

其法，才是武士們最重視的事。 

到了近大正年間，強調武士「重名譽」的信念，仍不停地延續下去。小說〈塚

原卜傳〉中，「塚原卜傳」因父病缺席比武大會、導致主君家的失敗，將此事為奇恥

大辱： 

伊勢守全身打戰坐床頭，慷慨流淚曰：「我藤原秀綱自墜地呱呱以來，至於今

日受侮辱者，自圓海始。欲拚病軀決鬪，諸子奈何攔我？」復撫膺歎曰：「使

塚原卜傳不歸，圓海奴奚敢逞暴？何一萬人中之碌碌也。」伴藏輩皆相顧，

不敢發聲，圓海竟以是誇揚於眾，入常州塚原卜傳之耳。時卜傳父病已癒，

大驚曰：「卜傳聞主辱臣死，弟子之於師，亦復是也。誓手刃尸那丸圓海，為

我真影流劍術吐氣。」21 

這裡要維持的「名譽」，不只是個人為父盡孝的名譽必須維護，而是若所侍奉的主君

蒙受羞辱，身為臣子的也不光采。故視主君的名譽為己身榮辱大事，與為父盡孝的

個人名譽相結合，「武士道」中的「重名譽」與「講忠孝」互為表裡，缺一不可。同

時期的臺灣文人謝雪漁在長篇小說〈三世英雄傳〉中，亦宣揚「忠孝」為「武士道」

的特徵： 

君等同往，遠居異邦，雖非骨肉，然應親如兄弟，……結為團體，則外人不

敢相侮，國粹尤宜保存。我國政體與外國不同，以忠孝義勇為本，所謂武士

道者。國粹不存，則國家必覆，切不可因處彼之都染彼之俗。22 

〈三世英雄傳〉主要描寫日本維新時期大量師法西方、派遣留學生實踐西化運動的

過程。但在刻畫小說人物學習、模仿的同時，仍努力地想保有自己引以為傲的國粹

「武士道」，才能讓「忠孝義勇」的精神持續發揚下去。 

                                                 
20 南瀛雪漁：〈陣中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5 年 8 月 12 日。 

21 雲譯：〈塚原卜傳（2）〉，《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2 年 1 月 9 日。「雲」或「雲林生」之名，按

黃美娥考證為魏清德。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38-40。 

22 雪（謝雪漁）：〈三世英雄傳〉，《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2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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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的小說如〈陣中奇緣〉，只描述到武士應當「重名譽」，但隨著殖民統

治益深，臺人對「武士道」的理解，由「重名譽」出發，開始與「忠孝」觀相互連

結。也就是臺人必須理解，「重名譽」雖為「武士道」的表面，但其內涵應包括更多，

才是「武士道」的真諦。但，「忠孝」要如何維護呢？大量在明治、大正年間傳入臺

灣的劍客小說，以「武技」作為維護名譽的手段23，例如〈塚原左門〉透過武技比試

維護家族名譽： 

左門年僅二十二，溫柔若處女，惟眉目間一種威武之氣有過人者。川北大學

則全身如漆黑、濃眉大眼、潤口方鼻。川北殊自負，窃以為一擊之下，將摧

塚原家之聲名，長自己之意氣。左門年少則惟一意持重。……塚原左門見大

學武藝不高，欲揶揄之，故意賣弄示弱。大學急於取勝，性焦極力劈下，左

門借其勢以竹劍抵之，大學之劍即落地。24 

「塚原左門」是誰？小說一開始特別強調他是日本著名「劍客」，同時又一直為「尚

武」之士所崇拜25，這個身份與其武技事蹟，都成為「塚原左門」維護家族名譽的必

備條件，也是發揮「武士道」的「尚武」精髓。26同時期的小說〈寶藏院名鎗〉也在

開頭強調日本國「尚武」特點： 

抑日本國尚武之國也，迄今世道開明，尚武之風不變，島人惟知武德會擊劍

                                                 
23 早在日治初期，臺人就已知武技與武士道之間的關聯，只是在當時仍僅限於專文討論，而未融於小

說中。〈武德會支部發會式〉就說：「我帝國以極東之小島帝國，而能勝世界大國之滿清，膺一等強

國之斯拉夫族，國威顯揚，一躍而與歐美之列強伍，果何為哉？其原因雖多端，而惟武士道之德，

實其重因也。……是故武士道者，以不文之倫理、無言之德教，支配我國之士人，與古武術有形影

表裹關係，不可掩之事實也，然則古武術即我武士道精神之所寓焉，不可不保護而擁衛之也。」佚

名：〈武德會支部發會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7 年 5 月 26 日。 

24 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1 月 28 日。 

25 小說開頭即讚美塚原左門：「塚原左門清則，我日本之劍客也。寰球之大，何地無勇士？何地無劍

客？越處女之驚走猿公，至今尚武之士，尚能言之。……塚原左門清則之劍術，亦我日本之關雲長、

張翼德、李元霸、魯智深、武松其流也。」又言塚原左門的家歷為塚原卜傳的後代：「其曾祖為塚原

卜傳，真影流門下之第一高手，其師傳尚輸一著。則凡言劍術者。莫不知有卜傳其人也，越數代而

有塚原左門清則。」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1 月 22 日。 

26 「尚武之風，東西并重，而我國民獨以武士道之令聞，喧騰世界。此則我國威之所以發揚者也。」

佚名：〈尚武建殿〉，《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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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盛況，而不知母國人古昔使用武具。劍以外有使用銷鐮、雙刀、棍棒，如

賤岳七槍之大戰，猶轟轟然見於史乘、傳諸口碑。吾人既述塚原左門累世之

劍術，今更述寶藏院覺善坊之名鎗亦尚武獎勵之一道也。27 

但所謂的「尚武」，不僅是武技高強而已，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武士，如何藉「武技」

提振精神，亦為「尚武」必備條件： 

我國劍術之盛，世界鮮有其比。然絕群超倫者，猶推東北人士。蓋東北之人

以藝勝，西南之人以氣勝，惟氣勝，故不肯留心於細微久事，其藝遂不能達

於精奧。然戰爭氣也，氣盛者勝，故西南之兵恒強，個人之技藝則敗矣。28 

而由「尚武」精神所引發出來的，則是以武技維護名譽，這對於武士來說是為

展現武士道精神相輔相成的條件。整體觀之，這些在日治中期報刊上轉載不少的劍

客小說，正是殖民者逐一向被殖民地臺灣宣傳自我歷史中武學與美學的合一展現。

這些小說擺脫日治初期說教式文章的宣傳29，以通俗、娛樂的方式，讓臺灣讀者在一

一閱讀〈塚原左門〉、〈塚原卜傳〉或〈寶藏院名鎗〉等日本講談文學轉載、譯介而

來的小說時，突破日治初期小說只談「重名譽」而未論及要旨的侷限，逐步將小說

中「尚武」、「忠孝」等特點，融合為「重名譽」的必備條件。30這些劍客小說內的人

物所展現的武技，帶給日治臺灣讀者迥異於中國俠義小說的閱讀感受，所刻畫的重

點也非中國俠義小說強調的「路見不平」、「見義勇為」等特點，而是聚焦於這些日

本劍客僅守份際、事君以忠、事父母以孝的「武士道」精神。例如〈塚原左門〉中

的主角「塚原左門」在小說出場時，講者松林伯痴即以「忠孝」形容他的為人： 

論其忠孝二道及生平之為人，則足以為後世法，義心天生，俠骨地賦，此吾

                                                 
27 雲譯：〈寶藏院名鎗（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5 月 30 日。 

28 雲譯：〈塚原卜傳（1）〉，《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2 年 1 月 7 日。 

29 「日清戰役後，本島歸我邦領有，當局者夙以扶植本島進我國固有之武士道，獎勵鍛鍊武術，是為

要務。」佚名：〈武德會臺灣支部基金募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7 年 7 月 10 日。 

30 日本武士道大師山鹿素行說：「凡為士之法，先夙起山，而盥漱櫛、正衣服、佩用具，能養平旦之氣，

而體認君父之恩情，……可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說明「忠孝」在武士道精神中

的重要性。山鹿素行：〈武教小學〉，收入井上哲次郎監修，佐伯有義等編：《武士道全書（三）》，頁

41。「忠孝」作為武士道精神重要的一環，有更多探討空間，唯在此受限篇幅，僅能略舉幾例，證明

日治臺灣武士道精神亦包括「忠孝」觀，詳細論述將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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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欲為講演於小說之欄也。31 

或是〈寶藏院名鎗〉中的「重瞳子」清七，雖知道父親是為繼母美吉與其外遇者所

害，除思報仇之法以表明其「孝」的特長外，其報仇對象卻非針對繼母，而是以外

遇者為主要目標。其考量乃是繼母美吉雖不脫兇手身份，清七仍在意其居於「子」

的地位，雖有恨意，卻不能違背「孝」的界線。故清七明知美吉有心致其於死地，

仍不得不接受吩咐： 

時值夏雨淋漓，近川水漲，孤燈慘淡之下，美吉兩眉間隱隱有殺氣。呼重瞳

子至，曰：「余今渴思鯉魚，若其往過溪買一頭，」重瞳子唯唯，即命執燈往。

重瞳子不敢辭，執燈出，思：「阿母將以是殺余。」32 

明知繼母的陷害足以致死，但為了實踐「孝」的信條，仍必須義無反顧地去達成。

此時期小說所展現、以當代眼光視之近乎「愚孝」的行徑，到了昭和年間的臺灣漢

文通俗小說中，逐漸轉化為只要是主君之命，就必須不顧生死去執行的「愚忠」： 

山本在馬上，似是□喪失，必然綱緊握、鎧力蹴，對馬一鞭，馬不意受鞭，

大嘶一聲、四蹄一躍、空中墜落。右京腦骨破碎，吐血悶死。馬亦腹裂足折

而死。家光公大驚曰：「今日為先君忌日，特設法會，且赦生物，作放生會，

竟反殺生，殊出意外。」……那二番之鳥居喜一郎，雖見山本右京之死，心

中有幾分駭怕。然亦不能推辭。曰：「死於將軍尊前，亦有光榮。」33 

這類為投主君所好、不惜犧牲性命的「忠」，是「武士道」精神的僵化。但這些僵化

意識的灌輸，正符合日本於 1937 年展開各式侵略時對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培養，如此

才能在未來吸引更多殖民地人民義無反顧地投身沙場、視死為崇尚美德。此外，由

於日本思想脈絡長久以來以「忠孝」為一體34，故「由孝而忠」、「忠優於孝」的轉化，

在昭和時期的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遠比明治、大正時期要更明顯，對於「武士道」

                                                 
31 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原左門（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1 月 22 日。 

32 雲譯：〈寶藏院名鎗（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6 月 16 日。 

33 雪：〈武勇傳，市兵衛定雄（55）〉，《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2 月 7 日。 

34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2004），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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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也較諸過去更為縝密。 

創作生涯持續整個日治時期的謝雪漁是值得觀察的作家。他在譯介、改寫或創

作前述如〈陣中奇緣〉、〈三世英雄傳〉和其他仿日文漢文小說的漢文通俗小說時，

大多只是人物獨白或交談中闡述他對「忠孝」、「名譽」對「武士道」的重要。但在

昭和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時的作品〈武勇傳〉，不但述及更多「忠孝」間的情節，更仔

細地描述「武士道」養成過程中，「服從」與「忍耐」是必備的學習信條： 

但修練馬術，甚為勞苦，且非一朝一夕之故。至今到此受教者多有其人，然

皆半途而廢，潛逃而歸。功行圓滿，歡然話別者，只有筑後柳河之家臣：日

向林將監義政者一人而已，不知汝果有耐久心？……丈左衛門曰：「然則要

有兩條誓約，一徹底練習，二不違命令。」35 

習武之時的「毅力」與「服從」，是明治、大正時期小說較少著重描述的「武士道」

精神。在皇民化的戰爭時期，殖民政府必然期盼殖民地人民能跟著共體時艱、一心

奉公。所以為了實踐「忠君」或「奉公」、提倡武士「小不忍則亂大謀」、「勇於公戰

而怯於私鬥」等以大局為重的優點，所衍生出「忍耐」的信條，亦是前期小說在書

寫「武士道」精神時未見的情節。〈武勇傳〉中的「武部傳九郎」一開始為人所輕視，

最後卻能顧全大局而獲得主君和同袍們的尊敬： 

元親笑曰：「傳九郎，今日之比試方法，為世界留一笑話。以戰論，則剛兵衛

為勝；以走論，則傳九郎為勝。健腳善走，在疆場中，亦大有用。戰勝之時，

追敵可及，敵無所逃，萬一戰不能勝，卻為退却，亦不一至為敵所擒，軍人

宜兼習走。」自來為武士者，以豪勇果敢為能。因此珍奇勝負，傳九郎之批

評遂惡。36 

最後遭受同袍譏笑、欺侮的「別部傳九郎」在戰場上奮勇殺敵、解救主君於危機中，

展現他真正的實力，能在戰事結束後受到主君的表揚，洗刷過去的恥辱： 

元親□滿座將士曰：「此番出師，吉野川一戰，實我軍危機一髮，為敵猛烈攻

擊，……當此九死一生之際，能不逸時機，為逆襲之先鋒者，實為別部傳九

                                                 
35 雪：〈武勇傳，市兵衛定雄（48-49）〉，《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1 月 29-30 日。 

36 雪：〈武勇傳，別部傳九郎（42-43）〉，《臺灣日日新報》第 12 版，1937 年 1 月 22-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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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如此功績超群，可增五百貫。」傳九郎無語，低首拜曰：「臣別有所

願，所望不在增祿。」……傳九郎言曰：「臣忍辱數年矣，今思欲一雪，請從

臣三願，第一願欲辭增祿……自願無補於國家，惟此次之大戰役，效力疆場，

稍有所報，受二百貫而無愧。恩加祿俸，實不敢受。」37 

第一願表現傳九郎不戀財富的人品，他真正想要的，是靠實力維護他的名譽。所以

他的第二願，是欲對昔日羞辱他的同僚施以復仇。他的復仇，不是取人性命或犧牲

自我性命的公報私仇，只是想藉由一場公平、公開的比試，證明他的武技不輸給欺

侮他的五位同袍，證明自己當時不是沒有反抗的能力，而是「勇於公戰，怯於私闘」

才是為君盡忠、以公為重的高潔精神： 

傳九郎曰：「為臣下者，事君能致其身，勇於私鬪、怯於公鬪，是忘致身之義，

非所以事君也。為公而戰，死有餘榮，此所以重於泰山也。當孫作等之暴戾

實無難一劍殺却，外侮方劇，需人孔急，彼等雖為非傑出，然亦可備偏裨之

用，是以不甘死他，非勇於今日，而怯於前日也。故忍受其辱，為之舐足。

今者四國平定，河山鞏固，雖無傳九郎之生存，亦無妨事，是以對彼等雪前

日之恥也。此乃臣下一片真情，非飾辭也，願為諒察。」38 

在比武取得勝利後，傳九郎一番將屬國存亡、主君榮耀視為優先的激昂之言，讓主

君及其他同僚對他感到敬佩。而後傳九郎還大方原諒了過去羞辱他的五位同袍，表

現出他的寬宏大量。於是：「自是一國之士、一國之人，無不頌傳九郎之賢。」39這

些對主君盡忠、超乎武力和私怨要求，以及展現自我不以私害公、不挾怨報復的高

潔人品，對於「別部傳九郎」而言，才是他真正想要展現在眾人眼前的優點。若武

士只空有武力而無勇氣、智識，他就不能被視為真正具有武士道精神，這正是謝雪

漁透過〈武勇傳〉的譯介，真正要歌頌日本殖民政府，並將其宣揚於日治臺灣閱讀

者知曉的「武士道」精神。 

昭和時期的漢文通俗小說在歌頌「武士道」時，將武士與主君間的聯繫建構的

                                                 
37 雪：〈武勇傳，別部傳九郎（45）〉，《臺灣日日新報》第 12 版，1937 年 1 月 27 日。 

38 雪：〈武勇傳，部別傳九郎（46）〉，《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1 月 28 日。 

39 雪：〈武勇傳，部別傳九郎（46）〉，《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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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緊密。前期小說中已不停強調對武士個人「名譽」的重視外，也已包涵視主君

名譽為己身榮辱關鍵的特點。昭和年間，武士要成全自己「忠」的名譽，更應該欣

然接受為主君而死的下場。〈武勇傳〉談到「市兵衛定雄」，市兵衛之父不幸戰死沙

場，到了市兵衛要為主公出戰時，市兵衛之母陳述武士為名譽而死，乃是死得其所、

天經地義之事： 

松千代遂入別，卸却旅裝、換新衣裳，乃隨其母豐子出為敘禮。是夜欸客與

他家異趣，全出祝物，人分一膳。有赤飯及鯛與昆布，且出家釀旨酒，在座

諸客愕然，驚為異例。豐子禮語云：「良人市左衛門，為主公戰死，今為其命

日，為武士者，戰死沙場，馬革裹屍，是其素懷、□其榮譽。蓋除此而外，

亦別無可謂榮譽者，真為可喜。」40 

在武士道精神的影響下，不但武士本人為追求名譽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連同武士

的家人，也在此精神感召下，忍住私情而支持家人實踐武士道神，就算是捨棄性命

也無妨。這樣的「武士道」觀念，是與戰時體制下皇民化運動的殖民政策相呼應的

意識型態，隨著戰火愈熾，此意識型態將轉變為臺人被徵召上戰場後，認為死亡會

是實踐「武士道」的方式之一。 

作為宣傳日本國體精神「武士道」的媒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在「武士道」的

書寫上，多數皆觸及「廉耻心」、「憐愍情」、「重名譽」、「談尚武」和「講忠孝」等

標準。以這些標準為參照，「武士道」在明治迄昭和年間的殖民地產生不少同異相間

的變化。由最初透過小說人物獨思或是對話的簡單介紹，到中期大量的劍客小說出

現，透過描述這些劍客的為人處事、武技品德，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個鮮活且能符合

「武士道」標準的劍客形象，使得「武士道」能在情節緊湊、趣味橫生的講談、小

說中易於為臺灣讀者所接受，劍客小說可說是殖民者將其所自豪的和魂「武士道」

引入臺灣的最佳媒介物，也帶給曾經深受中華文化的臺灣，異於傳統俠義文化的新

體驗。到了昭和年間，尤其是戰爭爆發和皇民化運動開展的年代，劍客小說依然是

宣揚「武士道」的最佳工具，但細究小說內容並與前期比較，可發現「武士道」的

                                                 
40 雪：〈武勇傳，市兵衛定雄（53）〉，《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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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變得更加多元、完備，某些特點如為主君盡忠、慷慨赴死等，亦在小說書寫中

被強化或新增。這自是可與當時東亞局勢和殖民政策所配合的書寫策略，亦標誌「武

士道」在殖民地臺灣的傳播與紮根，隨著殖民統治的時日常久，更為深化，而終將

達成殖民者將「武士道」滲入臺人心靈中的目的。41但必須注意的是，能代表「武士

道」的概念或行為不是僅有上述被提及的各項信條，「復仇」亦是能代表「武士道」

精神的產物。但對「復仇」的宣傳與鼓勵，並未出現在論述「武士道」的文章中，

而僅出現在小說中。因此，「復仇」如何闡釋「武士道」精神，亦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三、復仇、盡忠與赴死： 

「赤穗四十七人眾」在日治臺灣所再現的武士道精神 

在前述小說中，為主君「盡忠」與「赴死」是不停出現的「武士道」精神，但

「復仇」卻未出現在對「武士道」進行介紹與論述的文章中，而僅出現在與「武士

道」有關的小說中，與日治臺灣不停出現對「復仇」予以讚揚的新聞相輔相成，卻

在公義與私仇間形成強烈對比。42故屬於「武士道」精神一環的「復仇」，成為日本

「武士道」如何再現於殖民地臺灣值得探討的問題。而欲探討此問題，在日本社會、

                                                 
41 「廉耻心」、「憐愍情」、「重名譽」、「談尚武」和「講忠孝」無疑是日治臺灣武士道精神所表現出的

基本精神，無論明治、大正或昭和皆然。唯，進入太平洋戰爭的前夕，或戰爭期，可發現對於「赴

死」的行為，昭和年間的劍客小說是更為提倡了。 

42 民眾私下的「復仇」行為自然是為法律所不容許，但卻有部份報導「復仇」的新聞，描述主角雖仍

無法免除法律的審判，但對其精神加以讚揚，〈復仇後聞〉描述嘉義黃貴為父報仇，可惜仇家早逝，

故尋其子父債子償，後送臺南地方檢查局偵辦。記者結語讚曰：「而本島人嘖嘖傳為復仇美談。」佚

名：〈復仇後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0 年 5 月 17 日。早在 1906 年，〈復仇主義〉即

言：「為復仇者，皆當自省，益加自勵，能雪個人之恥，方能致身家國。諺云：『受大辱者，生無寧

死。』」見佚名：〈復仇主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06 年 2 月 8 日。綜觀當時的報紙，

多數新聞是在報導原住民復仇事件，亦為日後可討探的問題。本文受限篇幅，僅能以「武士道」為

論述中心，並在本段落以「赤穗四十七人眾」為例做論述，暫無法對「復仇」觀念做全面探討，將

留於他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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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被視為「武士道」代表的「赤穗四十七人眾」43，其在殖民地臺灣所衍生出的

漢文通俗小說，就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欲灌輸「武士道」精神於殖民地時不可忽略的

案例。 

早在日治初期，戲劇「忠臣藏」就已展演於臺灣社會，〈餘興之演戲與演舞〉提

到對此劇的觀後感，就是對武士道精神的景仰。44之後，陸續有像是加藤武雄在《臺

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講談の文藝價值〉一文45，文中特別提及「忠臣藏」在感動人

心方面的作用。昭和 14 年，則有講談師一龍齊貞山以義士中的堀部安兵衛為主角所

談論的講談〈堀部安兵衛〉，期盼能在戰爭時期喚起臺灣民眾的愛國意志。46這些在

戰火正熾的昭和年間，出現對「忠臣藏」歌功頌德的作品，其實就是希冀義士們那

股為主盡忠、赴死的武士道精神，可鼓舞殖民地人民起而效法、為國家捐軀，正與

上述昭和年間的劍客小說其再現的精神相呼應。小說部份，明治年間，幾篇以「赤

穗四十七人眾」為主題的小說刊登在報上供人閱讀，分別是明治 32 年（1899），由

「土西土鴻濛陳人」所翻譯的〈院本忠臣庫〉47；由「異史氏」翻譯稻岡奴之助的〈赤

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則以日、漢文形式分別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及《漢文臺灣

日日新報》上48；昭和年間，由謝雪漁所著的〈十八義傳〉49，以「赤穗四十七人眾」

                                                 
43 張崑將認為，赤穗義士所展現的武士道精神形象有三，首先是武士們眾志一心完成主君的遺志，表

現出崇高的忠勇獻身的精神；其次是復仇武士們隱忍了一年九個月，忍受長時間世人的羞辱，十足

凸顯「堪忍」是武士高潔德性；復次，締造了大石良雄這位核心的領袖人物，以其優秀旳兵法成功

地完成整個復仇行動。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頁 114。 

44 作為日本廣為人知的「忠臣藏」，也在殖民統治下被引入臺灣，成為與臺灣本土戲劇相對立的題材：

「最後演襲吉良邸，大星義士與其黨士，將殺吉良也。……而造武士道之精神，以為後人法也。」

佚名：〈餘興之演戲與演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06 年 11 月 8 日。 

45 加藤武雄：〈講談の文藝價值〉，《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28 年 10 月 4 日。 

46 一龍齋貞山講，矢島健三繪：〈堀部安兵衛〉（全 185 回），《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9 年 7 月 25

日-1940 年 3 月 7 日。 

47 土西土鴻濛陳人：〈院本忠臣庫〉，《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899 年 8 月 3 日-11 月 10 日。 

48 稻岡奴之助（明治年間著名小說家）：〈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全 95 回），《臺灣日日新報》第 4/5/6

版，1910 年 5 月 11 日-9 月 1 日。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全 24 回），《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第 5/7 版，1910 年 5 月 29 日-8 月 11 日。 

49 雪：〈十八義傳〉，《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6 年 9 月 17 日-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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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型，透過改寫的方式，將事件不畏死、重榮譽、講復仇精神傳承下去。50這些被

刊登在日治臺灣報刊上，與「赤穗四十七人眾」有密切關聯的小說，雖也具備其他

「武士道」精神的特點，但描述「復仇」是他們的共同點。 

〈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講述江戶城望族之子菅谷半之丞為拒絕繼母挑逗，反

遭父親誤會，差點被迫切腹。獲救後不因過去為父親所誤解，反而因為父親為繼母

及奸夫所毒死而為父報仇。菅谷半之丞最後投至赤穗城主門下，並與其他四十六義

士一同在對吉良上野介的報仇中犧牲。而與〈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同樣取材於「赤

穗四十七人眾」的小說〈院本忠臣庫〉和〈十八義傳〉，其內容皆是以「忠臣藏」為

底本的改編小說。主要描述足利尊氏手下大將鹽冶判官，遭到高野武藏守高師直陷

害的事件。較晚刊登的〈十八義傳〉敘述主軸較單純；反而較早出於報上的〈院本

忠臣庫〉情節多曲折，尤其對大老大星由良之助如何隱忍報仇的情節刻畫深刻。這

些以「赤穗四十七人眾」為書寫對像的小說，將日本「武士道」中的「復仇」傳播

至殖民地臺灣，為日治臺灣讀者所接受。 

為何殖民政府會願意讓小說譯介者將「復仇」這個與王法相違背的行為從日本

傳播到殖民地臺灣呢？況且「赤穗四十七人眾」發生後，亦曾在日本國內造成兩方

激辯的爭論，而不是事件發生後即成為武士道精神的代表。51原因之一固然是「復仇」

                                                 
50 林以衡：〈典範、通俗與皇國教化─以「赤穗四十七人眾」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主編：《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臺南：國

立臺灣文學館，2011），頁 77-102。 

51 例如荻生徂徠：〈徂徠赤穗四十六士論〉，收入高野義夫發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秀研社，

2001），頁 49，痛斥四十七人的行事錯亂：「世皆謂四十七人者，捐身命于主死之後，以效無報之忠，

翕然以『義士』稱之，以予視之。是亦田橫海島五百人之倫也。夫長矩欲殺義央，非義央之殺長矩，

不可謂君仇也。赤穗侯因欲殺義央而國亡，非義央之滅赤穗，可謂君仇乎？長矩一朝之怒，忘其祖

先而從事匹夫之勇，欲殺義央而不能，可謂不義也。」太宰春臺：〈赤穗四十六士論〉，收入高野義

夫發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頁 51，也認為，世人不應該把四十七人視為「義士」。他們皆認為

「赤穗四十七人眾」的報仇有違國法，所以是「不義」之舉，不理解為人世間對他們的行為表達同

情與讚許。但若強調事件的「盡忠」和「赴死」等特點，還是有不少人認為他們是實踐了武士道精

神。林信篤：〈復讐論〉，收入平尾須美雄：《赤穗義士讀本》（兵庫：義芳文庫，1937），頁 294-295，

就認為四十七人的復仇行為與國家之典有衝突之處，但義士們以傳承「亡君之志」為依歸，其行為

仍可在「仁君賢臣」與「忠臣義士」間並行不悖。石黑知幾：〈題赤穗義人錄後〉，收入高野義夫發

行：《近世武家教育思想》，頁 6，則認為：「若赤穗之四十餘子，其忠義勇烈，固足以動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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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是被日本所公認為的武士道精神之一，但殖民政府不會希望統治下的臺灣人

民視「復仇」為家常之事，造成社會動蕩，所以在談「復仇」時，才要設法將殖民

地人民引導向名正言順或是合理的「復仇」。而使「復仇」合理化的理由，則是小說

中倡導這些復仇者的「義」，或是由「忠孝」出發的行為，才是符合殖民教化的原則。 

例如談「義」這個觀念，不難發現從明治年間的〈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

到〈十八義傳〉，小說內容雖然改變，不變的是對於這些甘心犧牲性命為主君復仇者

以「義」的評價。他們會被如此稱呼，是後世肯定他們的行為符合武士道精神中「義」

的展現。新渡戶稻造說： 

義，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再也沒有比卑劣的舉動和狡詐的行為更為

武士所厭忌的了。……「義是勇的對手，是決斷的心。就是說憑道理下決心

而毫不猶豫的意志。應該死的場合就死，應該攻討的場合就攻討。」52 

赤穗義士們的復仇行為，正是他們認為復仇時機已到，而毅然所做的決定。這

個決定是他們自己為自己的死亡所做出無怨言、無喟歎的選擇。因為他們深信為主

公復仇的死，才是最有價值的死，而且必須要用「切腹」才是最完美的死法，而這

一點是合乎法律的。53再者，雖然義士們為了完成復仇大業，家人、財產和生命也都

可以捨棄，那他們得到了什麼呢？對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四十七人眾而言，他們讓後

人以「義」稱之，正是他們在名譽的追求上取得了勝利： 

在封建時代末期，長期持續的和平，使武士階級的生活產生了餘暇時間，隨

之而產生對各式各樣娛樂和技藝的愛好。但是，在這樣的時代，「義士」的地

位仍比其它學問或擅長藝術的任何階級都高。在我國國民的大眾教育中經常

引用的「四十七名忠臣」，在民間就以「四十七義士」而著稱。54 

                                                 

感鬼神之氣，而況於人乎？」 

52 ﹝日﹞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解開日本人深層靈魂的鑰匙》（臺北：笛藤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2009），頁 68。 

53 「切腹是法律和禮法上的制度……，武士道在牽涉到名譽問題時，接受以死作為解決許多複雜問題

的鑰匙。因此，富有功名心的武士毋寧認為，自然死是沒有志氣的事，並非熱心追求的死。」﹝日﹞

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解開日本人深層靈魂的鑰匙》，頁 168。 

54 ﹝日﹞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解開日本人深層靈魂的鑰匙》，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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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赤穗四十七人眾」相關小說的譯介，武士道精神以「義」之名再現

於殖民地臺灣外，臺灣譯介者亦透過對「忠孝」論點的再次強調，以淡化「復仇」

可能產生對法律的違背。署名為「異史」的魏清德在翻譯完〈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

後即言55： 

異史氏曰：「日本國以忠訓世，而支那以孝示天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

有孝而不忠者也。讀赤穗四十七義復仇之快舉，益知我國忠義之由來，然而

未嘗有一不孝者，如菅谷半之丞，亦大孝之人也。我臺灣隸版圖未久，『忠』

字之觀念未生，『孝』字之印象已沒，牛鬼蛇神，汩沈道德，不可慨乎！」56 

魏氏總結全篇小說的心得，將「義」與「忠孝」串連起來，除巧妙地將小說重點轉

為對「忠」、「孝」、「義」等武士道精神的闡揚外，雖不否認「復仇」的重要性，但

將其訴諸合理化，達成小說與現實間的平衡。 

最後，昭和年間的小說〈十八義傳〉除了義士們的復仇為宣傳「武士道」的重

點外，其「赴死」精神值得深入探討。〈十八義傳〉與其他篇以赤穗義士為主的小說

不同處在於特別強調「赴死」與「櫻花」意象在武士道精神間的連結，將此兩者密

不可分的意念清楚傳達給臺灣閱讀者知曉： 

因城主塩治判官高定，極愛櫻花，距城里許，有一小山，夫人顏世命園丁搜

羅各種，適合土壤氣候者，有御所櫻、有一重櫻、有山櫻、有夕櫻、有絲櫻，

花種不同、花色各異……，殊如櫻為日本帝國花，開則開，落則落，其有武

士道，此塩冶判官之所以愛也。57 

小說中安排主事者塩治判官高定喜愛櫻花、而有「櫻花山」一地的描述，是為了襯托

出整篇小說以發揚武士道精神為主的寫作動機。「櫻花山」上櫻花的高潔，讚揚塩治

判官高定不甘受辱、為保護名譽而寧可獲罪於幕府、視死如歸的剛直精神；「開則開，

                                                 
55 根據黃美娥的考證。參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頁 40。 

56 稻岡奴之助著，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2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0 年 8 月

11 日。 

57 雪：〈十八義傳（10）〉，《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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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則落」的暗喻，則展現小說中義士們為主報仇、為主盡忠誓死如歸的信念。58小說

將「櫻花」或是「櫻花山」寓於情節中而特意描述，將日本傳統精神中「櫻花」與

「山岳」的信仰相結合，寄寓「死亡」與「重生」的和魂信仰，赤穗義士們所具有

的武士道精神，得以透過謝雪漁的描繪與闡發，讓殖民地閱讀者更能進入「觸物傷

情」的淒美語境。59 

早在日治初期，殖民地臺灣就已知曉「武士道」與「櫻花」，構成日本引以為傲

的「和魂」60： 

櫻花艷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且一放三日，零落自喜，無少瞻移，所謂和而

不流、強哉矯非歟？此武士道之精神也、此大和魂之奇植也。61 

但在當時僅是宣揚兩者為「和魂」的代表，無論是論述文章或是劍客小說中，都未

特意地將「武士道」、「櫻花」、「和魂」或是「赴死」等概念並置。〈十八義傳〉強調

與「死」與武士道精神的連結，以及更多對「和魂」的發揮，亦跟前述昭和時期的

劍客小說一樣，是隨著皇民化運動展開下的生存物，將被當成鼓吹殖民地人民應為

戰爭、天皇勇於赴死的樣板。 

在日本「武士道」中具有指標意義的「赤穗四十七人眾」，被作為小說題材譯介

或書寫後，以鮮明的「復仇」意識，成為日本武士道精神再現於臺灣的另一面相。

它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藉由小說在殖民地臺灣宣揚「和魂」時的工具之一，並至昭

和年間達到極盛。「赤穗四十七人眾」配合其他與「武士道」有關的小說，日治臺人

                                                 
58 張崑將認為：「武士道最感人的部分就是詼主君獻出自己的生命，彷如櫻花從枝頭飄落到地上死亡前

的那一刻是最美的，武士的存在即是為了這一刻，故他必須時刻思考死亡。」張崑將：《電光影裡斬

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頁 120。 

59 大貫惠美子對日本文學由古至今的研究，指出「櫻花」、「山」在日本生死文化中的意義，同時能讓

閱讀者加深「觸物傷情」的感觸。﹝日﹞大貫惠美子著，堯嘉寧譯：《被扭曲の櫻花：美的意識與軍

國主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80-105。 

60 「櫻花」新渡戶稻造所推崇的日本國民象徵，他引本居宣長的詩句認為：「『如果問什麼是寶島的大

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飄香的山櫻花！』的詩句時，他表達了我國國民未說出的心裡話。……大和魂

並不是柔弱的人工培養植物，而是意味著自然的野生物。它是我國土地上所固有的。……它以其高

雅絢麗的美訴諸我國國民的美感，這是其它任何花所不及的。」﹝日﹞新渡戶稻造著，張俊彥譯：

《武士道─解開日本人深層靈魂的鑰匙》，頁 218。 

61 樵：〈菊花節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6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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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自傲的「武士道」認識與嚮往，只會日益增多而不會減少，殖民地人民將因

此愈來愈沉溺在對「武士道」的崇尚中，而逐漸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皇國教育，成

為政府心中期待：一個個願意為國家赴死、重榮譽、尚武等，具有武士道精神的皇

民。但對清領時期長期接受中華文化的臺人而言，「武士道」畢竟是藉由武力和專制

政權強行輸入的「和魂」，它要完全紮根於殖民地人民的意識中，勢必要與在臺灣的

中華文化妥協或統合，才能在讓殖民地人民在與過去文化差異不大的語境下，達成

武士道精神於臺灣潛移默化的功效。故中華「尚俠」之風與日本「武士道」如何透

過其背後相似的思想體系匯聚，成功地讓「和魂」移植入殖民地臺灣，亦是值得探

究的問題。 

四、和魂的移植： 

「武士道」與「尚俠」風氣在殖民地臺灣的融合 

透過文學媒介向殖民地人民傳達日本引以為傲的國魂，「武士道」對殖民地文學

和被殖民者的影響，不是僅限於文學內容、形式和風格，而是必須關注對殖民地人

民在思想層面上的灌輸，進而真正達到殖民者對殖民地的實質統治，而非只有在制

度習慣上的同化。62「武士道」由宗主國到殖民地的越境過程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東亞

                                                 
62 例如灌輸殖民地人民藉由對「尚武」的追求，而將「武士道」與「和平」的概念聯繫，殖民者與被

殖民者能共同朝此目標攜手前進：「武士道者，為日本國家之生命，……然王政復古以來，武門罷

廢，成為尚文之世。自明治之初年至西南戰爭時，全為歐化之世。雖無更唱尚武者，然是役有拔刀

隊之組織，始知武之必要。……惟是全島有三百萬人，若再皷吹尚武之習，則入會者必更多……，

要之武者為世界平和之保障，願記憶勿忘焉。」佚名：〈臺南之招待武德會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第 2 版，1907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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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議題63，除透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可見大量武士道精神外64，日本「武士

道」既是和魂65，它如何滲入臺人傳統的精神意識中，或是臺人如何在「武士道」的

移植為掩蓋下，表達對時局看法或是省思故國，是武士道精神除透過部份小說直接

宣揚外，更能以間接宣傳的方式，達成在殖民地臺灣與臺人固有精神傳統的融合。 

異國文化精神的碰撞與融合，最能發生在政權交替的世變之際，此後隨著統治

力的逐漸穩定，殖民者所帶來的意識型態，也隨之深化而穩固。所以昭和臺灣時期

帶有「武士道」精神的劍客小說其和魂意識遠較前期為深，而其他小說如〈日華英

雌傳〉、〈小雪姬〉等，明顯以灌輸和魂為主旨，卻又融合中華俠客之風出現，其國

族寓言往往成為學界所注目的探究焦點。66但推本溯源，源於大和民族的「武士道」

和來自中華民族的「尚俠」之風早在日治初期就已相輔而生，這與同時期中國晚清

尚俠風氣的影響自有因果關係外67，儒教為兩者形成的共同思想體系，成為二者在臺

灣合流成功的重要因素。 

日治臺灣「武士道」的發展，以報刊上的論述綜而觀之，是朝著「回歸傳統」

                                                 
63 「越境」的觀念，乃是借用藍弘岳的說法於本文中運用。藍弘岳認為：「『武士道』不僅是被發明的

傳統，更會越境到日本的鄰國與其殖民地，與該地的政治論述發生關係，促使中國與台灣、韓國等

地知識分子去發現屬於他們的傳統的『武士道』」。此亦本文認為日治臺灣武士道有其研究價值的原

因之一。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頁 55。 

64 當然，白話文學也不是沒有融合「武士道」的可能，例如吳漫沙：《大地之春》（原題「黎明了東亞」）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主角勇於投入中日戰爭不畏死的情節，自也受到「武士道」精神的部

份影響。畢竟在「興亞」、「大東亞共榮」的戰時體制下，成為願意為國赴死盡忠的皇民，本就融入

日本的和魂精神。可參考黃美娥：〈從「日常生活」到「興亞聖戰」：吳漫沙通俗小說的身體消費、

地誌書寫與東亞想像〉，《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0（2011.8），頁 1-37。 

65 「夫國魂活潑，本大和魂。治道丕悵，尚武士道。人第知敬神之國，昭茲來許，式禮莫愆，而不知

有周親之臣，夾輔股肱，忠貞世篤也。」佚名：〈祝臺灣神社祭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

1907 年 10 月 28 日。 

66 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臺灣文學

學報》23（2013.12），頁 29-62。 

67 這部份已有研究者論述過。可參考陳儀蓉：《晚清革命黨人的尚俠精神與實踐》（臺中：東海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頁 33-35。或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

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鼎文書局，2009），頁 282-293。本文則主要論述殖民地臺灣同

時並存的「武士道」與「尚俠」兩者背後共同的思想淵源：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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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而行68，這與日本殖民臺灣後為臺灣帶來進步、文明呈現不同面相69，卻亦是

殖民者藉由其傳統國體精神欲同化殖民地的另一手法，連帶得會使其多元的思想構

成逐步影響到臺灣70，尤以臺灣亦熟悉而非完全外來進入的儒教思想為最。71例如前

述小說中對主君的待奉、忠孝精神的發揮等，實由儒教的內涵中發揚而來，並蘊藏

禪學意涵於「忠孝」觀念中。72或如對武士有「禮」的要求，亦可視為由儒教中所擷

取而來： 

平九郎曰：「我正是丸龜國馬術指南役，曲垣大武士，汝尋他何為？」其人曰：

「爾既然是馬術指南役，且自稱為大武士，自應言詞舉動、彬彬有禮，何得

開口罵人？我雖為村人，然既來相訪，亦是堂堂舉動，聽汝之言詞，乃是一

個暴漢狂徒，參列武士班中，直小子之不如，何得自居為大者，我愧與汝為

朋，我去矣。」73 

                                                 
68 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頁 58-61，歸納西川長夫的論點

後認為，「武士道」這一代表日本的傳統文化、精神是在「歐化」（文明化）與「回歸傳統」（國粹）

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循環運動中，被發明、使用的。按前述各篇日治臺灣上對「武士道」的宣傳文

字，日治臺灣的「武士道」無疑是朝「回歸傳統」的方向行走。例如佚名：〈學風及武士道〉，《臺灣

日日新報》第 3 版，1905 年 3 月 16 日。 

69 例如游勝冠、黃美娥雖研究對象不同，但都著重臺灣如何接受殖民化和現代性的洗禮，與日本在殖

民地臺灣強調「武士道」的追溯傳統，或是殖民地文人對中華「尚俠」之風的承襲，呈現出殖民地

文學研究的另途思考。詳參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臺北：群學

出版有限公司，2012）。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臺北：麥田出版，2004）。 

70 「武士道」的構成，儒教、禪學、神道教與基督教皆是其構成的思想體系。張崑將、吳春宜都對此

有詳細論述。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頁 31-92。吳春宜：《武士

與武士道初探：定型‧意涵‧影響》，頁 191-309。 

71 因政治統治的現實，臺灣亦為深受儒學統治的地域，較諸基督教、神道教等，儒教在臺灣的影響顯

然較深。 

72 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頁 61，指出「忍」字在武家的使用中，

則成為對主君滅私奉公的美德，以表示對主君的純潔無私之心，所以武家強調「忍」或「堪忍」的

精神，以及封建時代武家社會的武士，常以犧牲自己身體或克制自己的慾望，來表現對主君的無私

盡「忠」。張氏的論點，印證本文上述對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武士道精神的剖析，諸如勇於公戰

而怯於私鬥的「忍」、面對主君賞賜財物的「忍」或於武技中融入禪學的尚武之風等，這些武士道精

神正逐步進入日治臺灣民眾的日常意識中，並塑造殖民地民眾期盼能藉由武學訓練和武技的領略，

達成昇華為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物。 

73 雪：〈武勇傳，向井藏人義晴（61）〉，《臺灣日日新報》第 8 版，1937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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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之丞聞言惶恐戰栗、汗流狹背。意謂絹子雖年齡與己若姐弟，實則彼母也。

半之丞子也。今彼來戲余，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豈容此無父無君之行為？

況余亦曾沾孔孟教誨，沐武士道栽培，其肯作此背倫背德之事？74 

自孔子以降，除了以「禮」為行事規準外，「文質彬彬」已成為對人品評的重要依據75，

這亦是武士道精神無法自儒教思想中脫離的例證，其背後所寓藏的學派流變與觀點

影響，更潛藏著許多連結。76但值得注意的是，為達「武士道」深植於日治臺灣民眾

的心靈意識中，殖民者巧妙地利用民眾對儒教的情感，將其摻入對「武士道」的呼

喚，既收日方對中國儒教正統權的爭奪77，又達教化民眾具備「武士道」的用意： 

帝國國初，盛行孔教，雖維新之始，歐化東漸，然恭讀《教育勅語》，仍以忠

孝敬愛、勗人以子臣弟友之經，為立身敦行之本。擇精語粹，詔誥煌煌，其

鐵證也。乃者收維新之實效，博兩大戰勝之光榮。論者謂為愛國之熱心、民

信之結果所由致。要本大和魂之特色、武士道之精神而來。蒙則窃謂大和魂

之忠愛、武士道之信義，何莫非孔教之留貽未艾也？夫有功于社稷則祀，于

我國家禮亦宜之，況其為我泰東生民未有之孔聖人乎？78 

論者認為，雖因維新而造成西學的進入，致使保日本社會風氣有所改變，但本質上

仍能保有固有傳統的美德，這才是日本能維新成功的要件之一。〈教育敕語與孔聖〉

亦將日本國體精神與儒教結合，並闡述「武士道」的基本信條，以達宣揚和魂的目

的： 

恭誦《敕語》，先曰我臣民克忠克孝，是即《論語》所謂：「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又曰：「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又與《論語》

所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互相發明。但孔子生支那，革命相因。故由不

變之謂係上。以說孝者多。我邦皇室於臣民，加君臣名分，以親子恩誼。故

忠孝之說，確切不浮。斯為異耳。……常重國憲遵國法，用《論語》：「道之

                                                 
74 異史譯：〈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1910 年 5 月 29 日。 

75 語出《論語‧雍也》：「質勝於文則野，文勝於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76 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頁 72。 

77 可參考林以衡：〈尊孔與譏孔─日治台灣孔子形象的神聖性與世俗化〉，《臺灣文學學報》29

（2016.12），頁 147-173。 

78 佚名：〈文廟興建之置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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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語意，一旦緩急，義勇奉公，實顯彰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之精神，皆以與孔子言相表裏。而發揮我

邦固有之道德思想者。蓋孔子千百世之師表、中外古今之所崇敬。……維我

社會。以立天下文明之本，肇四海泰平之基，則我列聖治教，陶冶斯民，亦

資孔子忠孝教化之深焉。此非所以《教育敕語》，多與孔子遺言之精神相符合

相發明邪？79 

「忠孝」不但是《教育敕語》與儒教傳統得以相聯結的觀念，亦是「武士道」所服

膺的信念。透過對這篇代表日本國體神的著作在殖民地臺灣的宣揚，「武士道」所代

表的和魂也同時被灌輸於殖民地臺灣的思想中。透過臺、中、日三方對儒教的認知

與信仰，「武士道」將可藉由其具備儒教背景的特點，融合於殖民地臺灣社會。 

而由儒學思想所衍生出的陽明學，亦為殖民地臺灣建構「武士道」的依據。80而

日本統治臺灣後，亦以維新成功後能先後擊敗中國、日本為榮。故日本政府在殖民

地臺灣大肆宣揚「維新」的成就，除期待殖民地臺灣能景仰宗主國的成就外，陽明

學的部份精神亦在日治臺灣紮根。81無論是「維新」或是「武士道」，都是近代日本

民族自尊心和國家意識的來源，也皆是日本足以在東亞引以為傲的優勢，既然兩者

由儒教化約而出、又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若能將其重構，對於殖民地的同化，將

有雙管齊下的功效： 

昨電常陸渡美往送于新橋者，幾如山積。夫常山特一力士耳，何見重于社會

如是？則以武士道養成之也。清國則不然，有好銅不鑄鐘、好子不當兵之

諺……。今雖稍稍覺悟，漸知文武竝重，而力士俠客一流，惟中等以下之社

會與夫維新派始知重之。官場中人遇之，則往往目之為會黨矣。昔我國維新

之初，義俠常與有間接之力，清國不興此風，其欲望維新也難矣哉。82 

藉由對日本力士送行的外電報導，再次強調武士道精神中「尚武」的重要性。值得

                                                 
79 佚名：〈教育敕語與孔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1 年 5 月 1 日。 

80 張崑將、吳春宜等人皆證此關聯。分參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

學與陽明學為中心》，頁 13。吳春宜：《武士與武士道初探：定型‧意涵‧影響》，頁 254。 

81 可參考林以衡：〈以「維新」為例論陽明學在日治臺灣的傳播現象〉，《成大歷史學報》50（2016.6），

頁 203-254。 

82 佚名：〈東麟西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190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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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作者不但認為明治維新的志士們具有武士道精神，更以「義俠」一詞形

容這些維新志士們的身份，讚許他們改革行為，以及不惜犧牲性命的勇氣。所以當

清末革命志士紛湧而起時，由日人或殖民地臺灣文人的眼光觀之，也不吝惜給予同

維新志士般「義俠」的封號： 

若夫側隱義俠，則革命軍之出入生死，奮不顧身者，有我國古武士道之風。

此宜其為各國所同情，而況乎君子國之我邦出乎其性者哉！故我國之方針，

其所謂導引保全之力針非耶！83 

謝雪漁的〈三世英雄傳〉，除了強調「忠孝義勇」為日本武士道固有精神外，透過小

說主角於德國留學時日本書記官的提問，亦將「任俠之風」視為武士道的精神的表

現： 

書記官曰：「君等知西洋之所謂武士道者乎？」一郎曰頗知之。書記官曰：「請

言其略。」一郎曰：「歐洲之稱為武士道者，其語即少年或召使之意。蓋許良

家少年，騎馬執兵，以為軍人。特殊之階級者，彼等雖有獨立之財產，然皆

事有其主，為其家郎黨，受一定之祿，與我日本封建時代之武士道德不殊。

中心之北歐羅巴，群雄割據，日相殘殺，弱肉強食，賴各豪族之均衡勢力，

與教會之勢力，社會得以小康。當時之教會，常說平和與道德。以抑強者之

心。此感化遂浸潤於武士之間，而起任俠之風。其武士道之理想，以勇敢正

義謙讓為信條。」武士為四民之首，其下有各種階級，然欲成為一武士須久

經教育與訓練。84 

由此可知，傳統觀念上的「俠」，在日治時期也可能被視為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改革人

物。且除了上述謝雪漁、魏清德等人在創作或譯介小說時表現出他們受到日本武士

道精神的影響，同時代的文人如李逸濤，其對「義俠」的崇敬，既是受到晚清任俠

之風的影響，也藉由對「義俠」的讚嘆，暗喻對「武士道」的景仰： 

嗚呼，義俠之風，其衰已甚，安得多如周李者，散播於光天化日中，以厚民

                                                 
83 佚名：〈時事小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11 年 11 月 30 日。 

84 雪：〈三世英雄傳〉，《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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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強民氣哉！85 

在〈健兒殲仇記〉中，也喜以「義俠」形容見義勇為的主角： 

福林兒，法國巴里人，本望族，父始式微，與兄「盧布」孿生，皆以義俠聞

于時。86 

〈俠鴛鴦〉更進一步將尚俠之風與救國大義結合、盼晚清中國能以提倡尚俠之風重

振國威、抵拒外侮： 

俠之為義底而狹，初非好勇鬥狠者，所可同日語……。獨是數十年來之支那，

積弱已達於極點，而士大夫之恥言任俠如故也，及經已未庚子兩大創，始曉

然于國力之不實、外侮之難禦……。87 

這些以強國保種、振興民氣為主旨的尚俠小說，正與梁啓超因受到日本「武士道」

震懾、故作《中國之武士道》中所宣揚的「武士道」理念相契合。88所以殖民地臺灣

不少臺人作家如謝雪漁、魏清德或李逸濤等，不時地在小說或雜文中出現對「俠」、

「義俠」或「任俠」的描繪，這些稱呼在當時指稱具有「武士道」的人物是可能的。

而這些殖民地臺灣文人筆下的「俠」，當「武士道」的精神可被「義俠」、「俠」或是

「任俠」等名義再次指稱後，除可承衍中國俠客精神的脈絡、針砭對岸晚清中國的

變局外，此名稱亦讓受過中國傳統儒學教育的臺人，得以藉由一個較熟悉的形象，

去認識統治者倡導的「武士道」，並賦予其融合中華與大和的文化意義。89因為日治

時期這些充滿尚俠之風的小說，不但能與「武士道」產生關聯，其背後也深受儒教

                                                 
85 李逸濤：〈義俠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0 年 1 月 15 日。 

86 李逸濤：〈健兒殲仇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1911 年 9 月 22 日。 

87 逸（李逸濤）：〈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3 年 9 月 22 日。 

88 梁啓超、蔣智由或楊度等人，亦將尚俠行為與精神視為能展現「武士道」的指稱。參梁啓超：《中國

之武士道》，頁 1-23。 

89 蔣智由為《中國之武士道》寫序言時，曾提及先秦墨者更具有俠士之風。見梁啓超：《中國之武士

道》，頁 3。但同樣為梁氏作序的楊度，則認為日本武士道成功之因在於：「以儒教為正，以佛教為

輔。」批評中國應以發揚儒學為主而非楊朱之道，才能興旺中國武士道。可見中國武士道精神的源

流眾多，而以儒教為其思想背景亦為論述路徑之一。見梁啓超：《中國之武士道》，頁 9。感謝匿名

審查人提供此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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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90除了梁啓超的武士道觀對臺人產生影響外，與李氏等人相善、來臺避禍的

晚清文人章太炎，其主張「俠本出於儒」的「儒俠」觀也會影響到殖民地臺灣文人： 

且儒者之義，有過於殺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過於除國之害、扞國之大

患者乎？……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並包之。徒以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

其稱名有異於儒焉耳。……91 

可見具有「武士道」的小說，不一定只出現在大和風格濃厚的小說中，其所滲入的

文學層面廣泛，描寫「俠」形象的小說，在殖民統治的語境下，也都具有宣傳日本

「武士道」的可能，對「武士道」的崇尚，也將逐漸烙印至臺灣閱讀者的心靈中。 

面對世變動蕩的年代，東亞思想與文化將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日本「武士

道」與中華「尚俠」風氣，也開始在臺灣、日本與中國三方產生匯流，而又以受到

大和文化與中華文化影響的臺灣此文化統合現象最為顯著。透過對漢文通俗小說的

分析，不難發現日本「武士道」除藉由直接明顯的敘寫意圖將「和魂」引入殖民地

臺人的心靈意識中外，部份以提倡「尚俠」為主的漢文通俗小說，表面上雖是針砭

對岸晚清時政的腐敗，內部卻與中國知識份子如梁啓超、章太炎等人救國保種、提

振民氣相結合，其基本精神皆受到「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只是尚未成為殖民政府

樣板化的文學媒介。但，在檢討晚清中國的問題時，亦多少出現殖民地文人在認同

上的矛盾，以及藉由對中國時局的抨擊而對殖民者示好的可能。而儒教作為兩者思

想構成的背景，亦是協助日本「武士道」與中華「尚俠」風氣得以在殖民地臺灣整

合成功的原因。可見日本殖民統治除了以進步、文明作為手段外，如何藉由傳統文

化的融合與發揮，引導殖民地人民接受大和文化的精髓，亦是探討殖民地文學時不

可忽視的重點。 

                                                 
90 這部份已有研究者論述過。可參考陳儀蓉：《晚清革命黨人的尚俠精神與實踐》，頁 33-35。或林以

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頁 282-293。 

91 章炳麟：《旭書》（臺北：世界書局，1987），頁 7-8。由前註可知，章氏「儒俠」之論較接近儒家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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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以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出發，探討日本「武士道」如何以小說為媒介，

成為灌輸殖民地知識份子日本國族意識的工具，並輔以小說之外的文章，了解日治

臺灣知識份子接收到哪些足以代表「武士道」的特徵。最後，本文參考前行研究，

希冀透過史料研析與前人論述的輔助，探究日治臺灣「武士道」其背後思想體系的

建構，或是在殖民地臺灣如何以更貼近殖民地文化語境的指稱，重構於臺人的閱讀

視域中。 

本文發現，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殖民政府以通俗小說作為媒介，對殖民人民

灌輸「武士道」精神的程度，也產生差異。一開始只談表面精神，但到中、後期，

所衍生出的「忠孝」、「赴死」或「尚武」等概念愈益加重，殖民地民眾對「武士道」

的認識其深度也日漸加深。尤其是「復仇」與「赴死」精神在殖民後期的大肆宣揚，

亦可見殖民政府由早期對殖民地臺灣僅有「同化」理想，而到後期盼望臺灣人成為

「皇民」的統治目的，這些都隨著「武士道」的宣傳，而使日本「和魂」更進入被

殖民者的心中。 

本文受限篇幅，在日治臺灣「武士道」的研究，仍有未盡之處。除對「忠孝」

議題可有更深入的討論外，其他如日治時期「復仇」觀念的演變、基督教、禪學或

神道教與「武士道」的聯結，只能留待未來研析更多史料和研究後予以補足。而《教

育敕語》是影響日本近代「武士道」的重要論述，其人與思想在日治臺灣的受容、

《教育敕語》或是井上哲次郎及其《敕語衍義》對日治臺灣的影響等問題，更是在

未來能融合臺灣史、東亞漢學研究與臺灣文學研究的論述方向，而值得學界更加留

心於此一領域的探討。92如此，不僅是日治臺灣思想議題能被建構梳理，更能拓及東

亞近現代思想研究的逐步完備，對東亞研究將有助益。 

  

                                                 
92 陳瑋芬、藍弘岳、陳培豐等人在各領域的研究，都已論及上述議題的重要性。分參陳瑋芬：《近代日

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藍弘

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

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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